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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思想家鲁迅”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一直影响着建

国后对鲁迅的评价和认识，乃至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思想

家鲁迅”的提法引起争议[1]，既有关于“过度阐释”鲁迅思想的质疑，亦有重提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带来的

讨论。对此，从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创作文本的分析中寻找答案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鲁迅思想

研究的争议论点各自建立在不同问题预设和逻辑前提的基础上，经验性举证的反驳方式只能是自说

自话。并且，应该注意到“思想家鲁迅”在中国的产生和影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鲁迅个体的因素。事

实上，无论是鲁迅思想版本的变迁还是对于鲁迅思想“过度阐释”的质疑，都在表明个体肉身的鲁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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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0年，毛泽东关于鲁迅是“思想家”的论断，对鲁迅经典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思想家鲁

迅”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关注1936-1940年包括邹韬奋、罗稷南、胡曲园、李平心、艾思奇、胡风、

毛泽东等人在内关于“思想家鲁迅”的论述，分析“思想家”一词在当时的认识论基础、理论资源和命题式前

提，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思想家鲁迅”的表述逻辑和历史功能，从而揭示1940年前后“思想家鲁迅”的论断，

并非是个人偶然的选择，也并非是政党的宣传策略，而是当时产生普泛影响的知识范型的必然产物，发挥着

特定的历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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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涌曾指出：“少数人认为不应该把鲁迅看作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只说他是文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就够了”，他认

为这种观点是“歪曲鲁迅”。（见《有关鲁迅思想的几个问题》，《在新时期面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
页。）

192



文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4· ·

“思想家鲁迅”之间有着宏大历史内容的区别。前者只是一个实践性主体，功能和意义受制于不同的

语境，而后者是意义化的历史主体，所编织的意义系统，成就某种宏观历史断续的本身。因此，讨论

“鲁迅之外”的问题预设和逻辑前提，对于理解和解决“鲁迅的思想”的问题十分重要。

对“思想家鲁迅”追本溯源，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思想家”[1]的论断具

有重要影响。这一论断的产生，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体的杰出创造，也不单单是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的

认定，而是具有广泛的认识论基础，即“思想”一词联结着历史主体对特定知识方式、命题、时空界定的

接受和传播。该认识论直接决定着从1936年-1940年前后对鲁迅思想的集中讨论、评价，以及“思想

家鲁迅”论断的产生。因此，本文讨论“思想家鲁迅”论断的产生，会“悬置”如下问题：鲁迅是否具有毛

泽东等人所论述的种种“思想”，或者是他的价值是否主要在“思想层面”，或者是他到底哪些“思想”更

有价值？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下问题上：为什么1936年-1940年的研究者、阐释者倾向于或者愿意

用“思想家”来理解或阐释“鲁迅”？产生“思想家鲁迅”的知识结构和历史功能是什么？由这些问题出

发，本文展现从1936年邹韬奋明确提出并讨论“思想家鲁迅”，到1940年，“思想家鲁迅”成为政党权威

的论断这一过程，分析“思想家鲁迅”话语系统产生的方式，考察“思想家鲁迅”出场时“思想”背后所联

结的知识范型和权力，包括邹韬奋、罗稷南、胡曲园、李平心、艾思奇、胡风、毛泽东等所代表的阶层、政

治力量，着重解释他们在阐释“思想家鲁迅”时所使用的逻辑、前提，所选择的历史元素，所使用的历史

逻辑和隐含的历史功能等等。讨论阐释“思想家鲁迅”产生的认识论基础，是意图描述一个由“话语实

践”决定的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叙述，呈现个体意义产生背后话语框架，赋予对“思想家鲁迅”的

价值和边界更多理性化的理解。

一、并非只是宣传性论断：1936-1940年“思想家鲁迅”的知识表述

在鲁迅生前，就曾有人称鲁迅为“思想家”，1936年，有一篇鲁迅访问记标题为《前进思想家》，文

章开头写道：“满怀着仰慕和期望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2]不过“思想家鲁迅”在当

时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相反，李长之在写于1935年，出版于1936年的《鲁迅批判》中否认鲁迅是一

个思想家，他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3]

鲁迅逝世后，“思想家”的称谓并未被突出，他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民族斗士”、“文学家”等，

最为普遍的表述是以“鲁迅精神”纪念鲁迅。只有邹韬奋明确提出：“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并

且是一个思想家。”[4]对此评价，邹韬奋在简短的悼词中并没有做出详细的阐发，不过他对鲁迅思想的

概括十分清晰：鲁迅凝结着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在文末，他说：“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

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工作。”[5]邹韬奋在当时并没有

特别的党派色彩，但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关系密切，救国会凝结着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以及文化界人

士共同的历史诉求。鲁迅的葬礼就由救国会组织，在葬礼上鲁迅被作为民族解放的战士加以纪念，抗

日民族的观念在葬礼上得到有效的传播。

邹韬奋只是提出“思想家鲁迅”的命题，系统论述“思想家的鲁迅”的文章则发表于1938年。1938
年10月，上海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许广平、罗稷南、胡曲园、孙治方、陈珪如、吴清友、吴大琨、

旅冈、李平心等参会，会后李平心执笔，化名鲁座发表《思想家的鲁迅》一文。文中指出相关论点是参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芬君：《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新东方》1936年第1卷第5期。

[3]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4][5]邹韬奋：《伟大的斗士》，《生活星期刊》第1卷21号，193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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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仁的共识，“现在由执笔人根据当时个人的发言，再参考《鲁迅全集》作了一番较为详细的研究，写

成这篇论文。”[1]文章试图“纠正”既往仅从文学价值来认识鲁迅的偏颇，指出：

关于鲁迅的研究，过去有不少人发表过专著论文。但多数是论述鲁迅在文艺方面的作

业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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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重申“谈到鲁迅先生，大家只说他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却不知他同时还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并且认为“因为他有伟大的思想，所以才有他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1]。“思想家鲁迅”逐渐

成为一个定论式的“命题”。1942年胡风论述鲁迅的标题即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2]，1946年《台湾文

化》纪念鲁迅的专辑亦有标题为《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的文章[3]等等。

综述1940年前后“思想家鲁迅”被提出和言说的过程，是通过简单的表象的描述，说明两个问题：

一，“思想家鲁迅”既非毛泽东所首创，也非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它的提出和阐述并不完全

在政党力量的统摄下进行，实际上它更多地体现了某种知识方式和表述方式的选择；二，“思想家鲁

迅”的提出和言说虽然与民族救亡语境密切相关，但仅仅从这一角度去解释，则失之简单。因为对于

“思想家鲁迅”的言说并不囿于“反帝”的角度。并且如果仅仅是为了“反帝”，那么“民族魂”或“民族革

命的象征”的口号恐怕更合适，但显然，1940年代言说“思想家鲁迅”的历史诉求超出了“抗日语境”。

那么，为什么论者舍弃了其它称谓，而集中以“思想家”定位鲁迅呢？

二、“思想”成为“问题”和“中国需要思想家”命题的出现

1936年后对“思想家鲁迅”的集中讨论首先与抗战背景下对“思想问题”的关注有密切关系。胡

曲园在那篇论述鲁迅思想的文章中说：“目前我们中华民族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危机，客观的形势在急

迫地需要我们用‘发聋振聩’的运动，来唤醒民族的生命，假如我们这时在思想上还不能给民众以正确

的启示，而仍像过去那样的疏忽错误，则不但鲁迅先生的本质不能被我们认识清楚，同时也将贻给民

族抗战以极大的忧患。”[4]在这种叙述中，一方面是民族危机，另一方面是“思想启示”重要性的浮现，被

作为认识鲁迅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也强调“思想斗争”，认为不击破“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

无望的”[5]。同样，其他论述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面对抗战背景下的“思想问题”。邹韬奋主编的《抗建

论坛》上，头条文章也发表了《论当前的思想问题》，认为“思想问题”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要。文章指出：

“到现在仍有人干脆反对民众普遍组织起来，一同参加抗战；不过同时我们也得承认：有些人是并不反

对民众动员起来的，但是为了思想问题，他们却裹脚不前，甚至竟会相反地去阻止民众的动员。试问：

现在不是到处在闹思想问题吗？”[6]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思想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着眼于不同的“思

想”影响着抗战的行动。

抗战背景下各种势力均认为思想与民族存亡关系密切，甚至被认为是“国防”的“武器”，有所谓

“思想国防”[7]的说法。在上海孤岛，亦有人呼吁：“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在一个基本点上统一起来，那

就建立不起全民族的统一的展现。”[8]“思想”一词在这里不仅指代特定的精神活动，而且表述理论指导

实践的关系。抗战时期将国防成败归结为思想问题，来源于从新文化运动时就兴起的以思想解决现

实政治问题的思路。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里从思想的角度思考国体问题，他认为“旧思想”

不洗刷干净，共和政治不能进行，而各种学术主张也难以推行[9]。“思想”被用以强调精神、知识方面的

[1]杨荣国：《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中苏文化》，1941年第9卷第2-3期。

[2]胡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 I，〔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3]黄荣灿：《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台湾文化》1946年1卷2期。

[4]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3页。

[6]骆耕漠：《论当前的思想问题》，《抗建论坛》1938年1卷8期。

[7]力拓：《怎样建树“思想国防”》，《现代青年》1937年8卷1期。

[8]钱俊瑞：《思想的统一问题》，《抗战上海》1938年第45期。

[9]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3号，1917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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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并以此引领从政治到文化制度等一系列领域的实践，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共识。从新文化运动到

抗战爆发，对“思想问题”重视，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思想上如何认识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如何看待日本入侵，成为急切的需要。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所言：“我们的思想往哪里

走呢？……现在我们的民族是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对于这些目标更应认识清楚。”[1]这里“思想问

题”的解决，并不在于辨析利害，澄清事实，而在于明确逻辑，指明方向。

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中国需要思想家”的命题出现了。“思想家”并不一定要掌握或创立系统，具

有详尽的理论，而只需要代表明晰的思想方向和态度，以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在《中国需要思想家》

一文中，作者说：“什么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幻想家，也不是空谈家。思想家在一方面是事实的说明

或批评者，在又一方面是行动的指导者或促进者。”[2]“思想家”在这里，代表着“现实”和“行动的方

向”。与此相类似的逻辑是抗战背景下对于“哲学家”的认识。在胡曲园的《哲学家当前任务》一文中，

将认识和指导“现实”的“思想动员”看作是“哲学家”的任务，胡曲园说：“我们与其说是人们现在对于

哲学疯狂，毋宁说是他们对于抗战的疯狂，对于救亡的疯狂。”[3]

三、“思想”背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构

认识到“思想”所表达的以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诉求，以及抗战背景下对“思想问题”的关注，很容

易陷入认为“思想”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误区。在如何认识和指导现实的问题上，“思想家鲁迅”的

“思想”并不泛指任何一种精神性活动，而是指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构决定着的“意识形态”，它超越

了经验性的个体态度层面，也不同于逻辑学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它虽然具有宣传功能，但并非是策略

性的选择，而是在特定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对“精神”和“现实”同一性的认定。

李平心曾对当时关于鲁迅的论断加以总结，比如“革命文豪”、“民族革命的象征”、“伟大的革命斗

士”、“中国的高尔基”、“新中国的圣人”等等，但他对这些称谓都不满意。其中“新中国的圣人”是毛泽

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发表演说时的评语。虽然李平心具有中共的背景，显然，他并没有认可共产党话

语权威的观点。在他看来，“斗士”、“圣人”什么的只是一种“见地”，代表一种态度，而缺乏理性的、历

史的阐释。李平心接着说：“鲁迅的思想还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不了解这个巨人的思想，就无法了解

他的艺术，也就无法了解他给予时代的影响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4]李平心认为“思想”方面的揭示，能

够具体解释鲁迅的创作特质，以及他给予时代和历史的影响。

李平心所使用的“思想”一词，已经排除了经验层面上暧昧不清的歧义性，它是有着特定语义结构

支撑的“概念”。李平心在《论思想》这样界定“思想”，“思想是为个人的环境所规定的，是实践的生活

的反映。在某一种生活条件之下，只能产生某种形态的思想。”[5]李平心有关“思想”的界定和其他“思

想家鲁迅”论者有着一致性。罗稷南也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历史和环境的反应，那么要研究一个人

的思想，就非得把他的环境，历史加以细细观察不可。”[6]胡曲园同样指出，这一“思想”联结着个体生命

和外在环境，“应该首先着眼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它的发展，因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行动必然

[1]白丁：《谈思想》，《青年生活》1936年1卷3期。

[2]陈启天：《中国需要思想家》，《国光》1938年第9期。

[3]胡曲园：《哲学者的当前任务》，《译报周刊》1939年2卷3期。

[4]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5]平心：《论思想》，《生活》1933年8卷32期。

[6]罗稷南：《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鲁迅先生——罗稷南先生演讲》，《银钱界》1938年2卷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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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地反映着当时的要求的……”[1]毛泽东一改原来以“圣人”称谓鲁迅的表述，也是因为他注意到

“思想体系”包含着特定的宇宙观、革命观，具有从认识层面统筹历史发展的力量[2]。

从社会关系中审度人，特别是人的精神活动，是典型的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马克思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局限性，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他们物质环境

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开始构建他理解“思想”的框架，他建立了思想产生的唯物论前提，“这是一

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

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3]在历史唯物论的框架中，

“思想”被作为一种“现实关系”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它先验地排除了个体经验、潜意识无意识，以及

其它无法为生产关系发展的宏观历史阐述的精神活动，它通过预设“现实”而获得“客观性”。

将“思想”理解为“意识形态”，自193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中国出现。大革命失败后，《文化批判》、

《思想月刊》对1920年代进行“思想界的总清算”，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五四文化[4]。这些文章的结论

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需要强调的是得出结论的逻辑：认为一切认识都由现实政治利益和实践要求所决

定，并反过来影响实践。针对 1920年代末的思想趋势，胡适专门著文《思想的方法》，从“思想的方

法”，而非“什么思想”的角度对“思想”加以界定。胡适认为，比“何种思想”更重要的是“怎样思想”[5]。

胡适并不反感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也曾赞颂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人类思想的巨变。他所反对的是不经

任何思辨和逻辑推演的武断的认识方式。无独有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日益盛行的 1930年
代，朱光潜也以“中国思想的危机”为题来谈“思想的问题”，他也从“思想的方法”的角度界定思想：“思

想都需要事实的凭证与逻辑的线索……没有思想做根据的信仰都多少是迷信。”[6]朱光潜专门论述马

克思学说，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他在伦敦博物院的图书管理困坐数十年辛苦研究所得的结论，那对于

他确实是思想的成就，无论它是否完全精确”，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经过“辛苦研究”，就将其

认为是自己的“思想”，那是“误认为信仰为思想”[7]。

对于胡适、朱光潜的观点，胡风著文反驳，指出朱光潜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属性：“为什么朱先生

所论定的思想的‘危机’和我们感到的那样不同呢？在我看来，恐怕这是由于朱先生只把思想认为‘一

种有条理的心理活动’，不肯进一步承认它是生活实现的反映罢。”[8]“思想”背后的争论，集中于“思想

的方法”，胡适、朱光潜等认为“思想”依靠在语言层面上的逻辑推理，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而胡风等

认为“思想”不需要假设、推理的过程，而只是产生于现实环境，作用于现实环境的一种力量罢了，争夺

的焦点是“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胡适、朱光潜等并不认为存在一个脱离于“思想”之外的“现

实”，有关“现实”的认定也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已。把这种构建“现实”的“思想”当作“现实”，那么

这种“思想”就成为“信仰”，而丧失了“思想”的能动性。

而在胡风等人眼中，朱光潜的观点是“唯心论”，“唯心论”通过提倡“远离现实”的“思想”，可以避

免“压迫的危险”。胡适、朱光潜并非没有感受到“思想压迫”，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观点确有

回避政治斗争、助长保守政治的嫌疑。只是他们对于“思想成为信仰”的忧虑却并非杞人忧天。“信仰”

[1]胡曲园：《我对鲁迅先生的认识》，《译报周刊》1938年1卷3期。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页。

[3]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4]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

[5]胡适：《思想的方法》，《学生杂志》1926年第13卷第1期。

[6][7]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第515页。

[8]胡风：《思想活动的民主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评论 I，〔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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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无可争辩的“真实性”，或者说“现实性”，否认任何“另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和“真实”的限度。在

“信仰”系统内，“假设”被当作“常识”，知识立场被当作“现实”。自1930年代开始到1940年有关“思

想”的争论，说明同样是表述“思想”，但背后有着认识论结构的差异。

1940年前后对“思想家鲁迅”的阐释，背后已经有着“思想的方式”的一种选择，即1940年前后对

“思想问题”的重视是在继续1930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它呼吁密切联结思想和行动之间的

关系，并从社会政治功能层面解释一切知识的形成。所以，这里的“思想”并不指形而上的本体论哲

思，也并不包含任何逻辑学的考察，甚至也不在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契合度，而只是一种有关

“现实立场”的意识形态。李平心指出：“鲁迅跟一般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不同，他并不写纯理论的社会

论文和政治论文，也绝少正式提出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和民族革命主张……实际上，在鲁迅的全部作

品言论中，包含了最丰富最生动的关于社会，人生，历史，政治与艺术各部门的剖解，批判与理想。”[1]类

似的逻辑也表现在胡风对于“鲁迅没有创造出一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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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结构模糊的社会”[1]。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从封建的上层建筑已不复存在的角度，推衍中国并

不存在封建性的统治阶级的结论。除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学者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之

外，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五鬼闹中华”，指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华民族的敌人[2]，

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胡适的观点仍让人联想到 1920年代发生的“问题与主

义”之争中胡适对于“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言论。在胡适看来，仅仅从“主义”整体观的角度，认

定中国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具有简单化的倾向。而经验层面的“贫穷”、“疾病”等问

题，更接近于“现实”，从而可以对抽象的历史逻辑进行纠正。

针对上述中国社会性质的诸多观点，中共的领导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反驳。1930年，当时的中共

领导人李立三强调要认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不能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3]。张闻天则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驳斥仅仅从商品交换关系的角度分析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失之偏颇，

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从而认识到在帝国殖民语境下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受到殖民化的牵

绊，也同时使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了利益相同之处[4]。当然我们熟知的是，这一观点在

1940得到毛泽东的重申，他再次明确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5]。

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19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本来就是针对大革命之后产生的

“革命”问题而产生的。对“思想的功能”的看重压倒了对“思想”本身逻辑性和“客观性”的审慎。用

“思想”来解决社会问题，成为“思想”的理由。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大革命之后的革命问题，是中国

社会性质辩论产生的根源，因而在论争中，对“功能”的考虑便压倒了对逻辑本身的考虑。正如德里克

所论述的那样，“在这场争论中，人们总是急于指责对方无知、偏离事实，但又从不精确地阐发他们的

理论前提。”[6]对当时中国封建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帝国主义到底是维护还是破坏着中国的

封建主义，帝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应该抽象化还是具体化等问题，并没有深

入地研究和讨论。

在全盘解决的愿望驱使下，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括被广泛接受。如提出“思想家鲁迅”

命题的邹韬奋在1930年代并没有什么党派性，但他亦对胡适的观点感到不满。在1933年《生活》周刊

第8卷第12期的《信箱》专栏中，他曾专门批评胡适关于中国革命对象的言论。对于胡适认为贫穷、疾

病、愚昧、贪污等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不在内”，邹韬奋认为胡适“倒果为

因”，即邹韬奋也认为抽象的历史规律本质存在于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而如今需要认识到中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才能把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邹韬奋之所以会对中国社会性质持此种态度，也

是与他对“革命”的看法有关。如 1932年邹韬奋发文就社会变革发表观点，认为要根本改革社会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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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的北伐受益于特定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上，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性质的认定也在

“功能性”的考虑中出现选择上的偏好。“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化”认定延续到1940年前后，

成为“思想家鲁迅”论述展开的“命题式”前提。

五、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必然面貌和历史功能

既然“现实环境”的样貌已经确立，并且“思想”被作为对该“现实”的正确的“反应”，那么“思想”的

方向也被“锁定”。从“封建”的角度谈中国的落后，从“殖民”的角度审视“资本”加诸中国的“剥削”，

“鲁迅的思想”的模式也呼之欲出。李平心详细地举例说明“鲁迅的批判和斗争恰恰是和中国社会政

治与文化的发展和斗争合拍的”[1]。相较而言，罗稷南、胡曲园等人的论述虽然较为简单，但也是紧紧

将鲁迅的思想与中国时空紧密相连，胡曲园更强调鲁迅的“启蒙思想”的反封建、反帝意义，而罗稷南

则更倾向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明鲁迅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思想动力。毛泽东与李平心

的论断较为类似，强调鲁迅在从反封建到反帝的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和斗争中的代表性价值。

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鲁迅个人的确阐发了有关“启蒙”、“救亡”或是“革命”的思想性言论，大量

的引证能够说明这些判断在经验层面的“客观性”成分。但为什么选择这一系列“思想”，而不是其它

“思想”（比如90年代以来学者指出的鲁迅的“存在主义思想”等），或者是，怎样理解“启蒙”、“救亡”和

“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认为启蒙到救亡、革命相辅相成，而不是救亡压倒启蒙，或是革命压倒

启蒙），如果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可以知道仅仅从经验层面上去验证鲁迅是否有相关思想言论，是无法

说明1940年前后有关鲁迅思想问题的论述的。1940年前后的论者论述鲁迅的思想时，并不去辨析历

史经验层面存在的有关鲁迅“非启蒙”、“非救亡”或“非革命”的思想的反证，并且“忽略”鲁迅思想中的

种种矛盾的现象，“淡化”鲁迅相关思想的私人因素、非理性动机等等。这一切特点都表明，1940年前

后论者在论述鲁迅的思想时，无意关注“形而上”的逻辑严密性，也轻视鲁迅个体作为一种经验性存在

的复杂和暧昧之处。

他们在述说鲁迅思想时，是把鲁迅的思想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来加以论

述的。“启蒙”、“救亡”或是“革命”的出场都紧紧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语境，都是在为了解决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问题而阐发。因此我们也要注意，在 1940年前后的“启蒙”、“救亡”和“革

命”之间是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关系。李平心指出：“他的思想始终是有它的一贯性和统一性的，个

性主义和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表示不同

的阶段，然而它们并非前后脱节的。理由非常简单，鲁迅思想的发展诸阶段只是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

解放斗争的发展诸阶段之反应。”[2]“一贯”的论述渗透着目的论的逻辑。由于半封建半殖民的“现实”

前提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目的论的因果逻辑的推演，鲁迅的“反封建”和“反帝”成为一种历史必

然性的代表。在这样的时空体系和历史必然性的推演过程中中，“启蒙”也好，“救亡”也好，“革命”也

好，都是应运时空而产生的，从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范畴内的。因为有了“封建”和“殖民”的

存在才有了“启蒙”、“救亡”和“革命”一以贯之的命题。设想如果“封建”和“殖民”的前提发生了变动，

那么“启蒙”和“救亡”，或者“启蒙”和“革命”之间也许就并非一以贯之、相辅相成的关系。

1940年前后对于鲁迅思想的论述，通过把鲁迅编织入特定的知识构建范式中来实现。在这里，

鲁迅的“个体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知识构建范式必然要衍生出对个体价值和意义的赋予和

阐释。在这套知识体系中，鲁迅成为一种必然性的象征，他的思想被理解为一种反封建反帝历史必然

[1][2]鲁座（李平心）：《思想家鲁迅》，《民族公论》1938年1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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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个体身上的体现。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鲁迅是被作为推动这种必然趋势的实现者，而非阻碍者，

不过在这样的叙述中，并不能看出任何鲁迅的能动性。他既不是这种历史规律的发明者，也不是阐释

者，更谈不上有任何的反思性、批判性和异质性，只是参与者，体现者。“鲁迅”虽然是“思想家鲁迅”的

主角，但却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是论述者，他们选择和建构有着特定前提和因果逻辑的知识体

系，这一知识体系赋予了鲁迅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并使该思想的价值得以呈现。

在1940年前后“鲁迅的思想”的叙述系统中，论述主体通过将鲁迅的个体肉身和特定的知识系统

相结合，表达了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现实政治行动的方向。论者不断地重申“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表

现了历史进展和社会斗争的真理，把握了许多现实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本质，预见了各种社会变动和政

治变动的趋势，指示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变革和民族改造的实践方针，同时还运用了一种与唯物辩证法

暗合的思辨方法……”[1]“真理”、“本质”、“趋势”、“实践方针”，这些词汇标志着论者对鲁迅思想的论述

与他们对意识形态真理性的建构合二为一。“思想家鲁迅”的提出和传播，成为意识形态“思想运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阿伦特曾指出，“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

对思维的必要挟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2]，由此，“意识形态”的认识范

型所带来的将是观念的垄断。“鲁迅”在作为“思想家”被表述的时候，不再是有着复杂性和冲突性的个

体肉身，而是成为界定“观念”和“现实”的一个权威话语系统。1940年前后论者表述“思想家鲁迅”的

历史功能正在于此，他们所提出的并不是学术性的“假设”，而是在强化某种“真理”，他们的“鲁迅”不

是研究对象，而是一个表述“真理”和“现实”的主体，“鲁迅”被转化为意识形态系统内的“前提”，成为

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象征”。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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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Knowledge Paradigm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Thinkers”
— the Emergence of“Lu Xun as a Thinker”During 1936-1940

Li Wei
Abstract: In 1940, Mao Zedong’s argument that Lu Xun was a thinker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an⁃

onization of Lu Xun. Since then, the thinker Lu Xun became a convincing pro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Lu Xu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inker Lu Xun by Zou Taofen, Luo Jinan, Hu Quyuan, Li Pingx⁃
in, AI Siqi, Hu Feng and Mao Zedong from 1936 to 1940, and analyse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theoretical
resource and propositional premise of the term of“thinker”and thereby the narrative logics and the histori⁃
cal function of the thinker Lu Xun as well, drawing conclusion that the argument made around 1940 is nei⁃
ther a personal choice by accident nor a propaganda strategy conducted by a party, but anecessary product of
a knowledge paradigm which had widespread in fluenceat that time, perform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function.

Keywords: Lu Xun as a thinker; Mao Zedong; knowledg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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